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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发展通过形成规模经济、优化城市产业结构、引领城市科技创新等，有效推动了中心城市的经济发展，

并促进了城市集聚扩散功能的发挥。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高度集聚已经成为全球中心城市的重要特征。为适应中心城市特征

的变化，同时真实地反映出经济全球化时代专业化分工不断深化的规律性趋势，基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对中心城市等级进行

划分。在此基础上，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和工具对不同等级中心城市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了估算。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等级中

心城市对本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遵循从全国性中心城市向地区性中心城市依次递减的规律；全国性中心城市对相邻地区的影响不

显著，而对全国其他地区的平均影响显著为正；区域性中心城市和地区性中心城市也对其他地区经济增长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

因此，通过推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进一步提升中心城市发展水平，将能够有效地推动全国范围内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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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agglomeration of producer services has effectively promote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entral cities by forming scale 
economy, optimiz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lead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which also promoted the functions of urban agglomeration 
and diffusion.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producer services agglomer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the global central cities. In order 
to adapt to changes i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entral city, as well as to reflect the trend of the deepening division of specialization in the era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is paper tries to divide the grade of central c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agglomeration level of producer 
services.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uses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 and tools to estimate th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of central cities of different 
grade.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grade central cities on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decreases from the national central 
city to the regional central city. The impact of the national central cities on the adjacent areas is not significant, while the average impact on 
other parts of the country is positive. Regional central cities and local central cities also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other regions. 
Therefore, improving the level of development of central cities through promoting producer services agglomeration will be able t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nationwide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words】Producer Services Agglomeration; Grade of Central City;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基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中心城市等级划分及其空间溢

出效应研究 
Study on Grade Division and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of Central City based on Producer Services 
Agglomeration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区域

经济迅速崛起，中心城市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

受到重视。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区域先后成为中国经济增

长的引擎，深圳、上海、北京等区域性城市也逐步完成转型升

级，发展成为全国性中心城市，并逐渐向国际性中心城市迈进。

从中心城市发展的实践来看，随着城市功能的不断完善、对周

边地区集聚辐射功能不断增强，城市的综合实力、竞争力、影

响力逐步扩大。从空间角度来看，不同级别的中心城市的集聚

扩散效应是不同的。考察不同级别中心城市对其他城市（地区）

的影响，不仅是对中心城市相关理论的完善，也能够为中国中

心城市的发展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和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1. 研究背景

中心城市等级的相关研究始于 20 世纪 30 年代。德国城市

地理学家 W. Christaller 和德国经济学家 A. Losch 分别于 1933
年和 1940 年提出了中心地理论，1966 年，Christaller 在其著作

《德国南部的中心地》一书中阐述了中心地和中心性的概念。

中心地是指为自己及以外地区提供商品和服务等中心职能的居

民点，中心性是指中心地为其以外地区服务的相对重要性，其

服务内容包括商业、服务业、交通运输业和制造业等方面，是

衡量中心地等级高低的指标，代表了中心城市扩散能力的大小
[1]。城市中心性理论是中心城市理论以及中心城市等级划分的

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Preston 和 Marshall 都依据中心性的大

小划分出中心地的等级并以此在同等级的中心地之间划分各自

的影响区（腹地）[2-3]。Irwin 进一步将中心性概念及测量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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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城市体系研究中，认为中心性反映了城市在空间交互作用网

络中的地位 [4]。上述学者用于测度中心性指数的指标包括电话

指数 [1]、零售业和服务业销售总额 [2]、中心职能数和职能单元

数 [3] 等，计算方法大多采用区位熵法。随着城市中心性的概念

传入国内，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国内一些学者和机构开始了

对中心城市等级划分的定性研究 [5-9] 和定量研究 [10-18]。在对中

心城市等级划分的定量研究中，部分研究 [11-12,14,17] 采用非农业

人口数量（比重）、GDP、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等较为简单的指标对城市等级进行划分；部分研

究 [15-16] 沿用了国外学者的模型和方法，通过计算城市中心性指

数进行中心城市等级的划分；另有一些研究 [10,13,18] 通过建立指

标体系，采用因子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等综合评价方法对中

心城市等级进行划分。尽管方法不同，但大多数研究 [6-7,10-11,15-16]

对于中心城市等级划分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共识，大致将中心

城市分为四类：全国性中心城市、区域性中心城市、省域中心

城市和省内中心城市；也有一些研究 [5,18] 从更广泛的视角将中

心城市划分为世界性中心城市、全国性中心城市和区域性中心

城市三类。

中心城市的功能效应反映了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在经济发

展过程中的互动作用关系，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内容。20 世纪

50 年代，区域经济学家 Myrdal 和 Hirschman 将中心城市对周

边地区的影响归结为“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19-20]。极化

效应是指外围地区由于生产效率较低的竞争劣势导致其经济持

续衰退，中心地区吸引更多资本、劳动力，使外围地区出现生

产要素流失的现象；扩散效应是指中心地区增加对外围城市的

购买和投资，从而产生辐射带动作用，导致外围地区经济发展

加速的现象 [21]。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进一步探讨了这两种效

应的作用机制 [22]，并从实证上验证了其存在性 [23-24]。从理论上

讲，要素投入（劳动、资本）的变化通过影响消费、就业、知

识和技术以及政府支出等导致中心城市对外围地区产生消极或

积极影响，这种影响与距离、生产方式和外部环境有关。国内

学者对于中心城市功能效应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不仅遵循国

外的研究思路，考察了中心城市对周边城市的集聚、扩散效应
[25-27]，更在此基础上扩展出创新功能、管理功能、服务功能等
[5,28-30]。鉴于中心城市与外围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相互作用

关系具有显著的空间特征，随着空间计量经济学在经济研究领

域的广泛应用，部分研究者开始尝试利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和

方法来考察中心城市对外围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 [21]，实证研究

表明，中心城市发展对外围城市的经济增长呈现出正向溢出效

应。

综上所述，尽管中心城市对于周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得

到了理论和实证上的认可，但是对于中心城市空间溢出效应的

研究仍然存在较大的探索空间：一方面，对于中心城市等级的

划分并没有形成普遍认可的标准与方法，并且，随着经济的发

展和城市的转型升级，中心城市等级划分的标准应该是不断变

化的，需要研究者根据经济发展环境的变化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另一方面，目前，在中心城市溢出效应的研究中，有针对性地

考察不同级别中心城市溢出效应的研究极为少见，不同级别的

中心城市反映了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有针对性地考察其空间

溢出效应的作用方向和强度，能够对不同等级中心城市发挥的

功能效应状况进行科学判断，从而为其发展提供有针对性的对

策建议。

2. 基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中心城市等级划分

2.1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测算

生产性服务业是贯穿于企业生产的上游（可行性研究、产

品设计、市场调研等）、中游（质量控制、会计、法律咨询、

保险等）和下游（广告、物流、售后等）等诸多环节中，能够

为企业在产品和服务生产过程的不同阶段提供作为中间投入、

满足中间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具有中间投入性、产业关联性、

产业融合性、要素密集性等特征的非最终消费的服务部门和行

业的统称。对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测度，国内外学者基于不

同的视角，采用了多种方法进行了研究。其中，运用较为广泛

的测度方法包括区位熵、空间基尼系数（G 系数）、赫芬达尔

指数（H 指数）、地理集中指数（E-G 指数）等。但上述方法

在运用中也存在许多争议，如区位熵和空间基尼系数没有考虑

企业规模对集聚的影响，而赫芬达尔指数和地理集中指数尽管

考虑了企业规模的影响，但数据的可得性存在问题。同时，上

述指数在描述集聚的空间特征时也存在一定缺陷。Ciccone and 
Hall 指出，集聚的本质是经济活动的密度，空间密度通过经济

集聚效应导致了经济增长 [31]。基于此，J. Koo 提出用产业 i 在
j 地区的就业密度与 i 产业在全国的总就业量之比来表示产业 i
在 j 地区的集聚程度 [32]，如式（1）所示：

                 （1）

其中，PCij 表示产业 i 在地区 j 的集聚程度，Eij 表示 j 地区

从事产业 i 的从业人员数量，Sj 表示 j 地区的总面积，∑
=

m

j
ijE

1
表示

全国从事产业 i 的从业人员总数。根据公式（1），生产性服务

业整体集聚程度可以用公式（2）表示：

                                                                （2）

其中，i=1,2,…,n 表示生产性服务业各分行业；j=1,2,…,m
表示观测变量数。

2.2 基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中心城市等级划分

利用公式（1）和公式（2），以全国 295个（截至 2015年 4月）

地级以上城市为考察对象，对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进行测

度。参考以往的研究成果 [33-34]，本文所选取的生产性服务业包

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

服务业等六个行业。各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指数为上述六个

行业集聚指数之和。选取指标包括各城市相关行业单位从业人

员数和全市面积，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015》[35]。剔

除 10 个数据不可得的城市，最终样本数量为 285 个地级以上

城市。

利用公式（1）、（2）和相关指标数据分别对生产性服务

业所包含的六个行业的集聚水平进行测算，加总得到生产性服

务业总体的集聚水平。根据 2014 年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测度

结果，本文将全国 285 个城市划分为四种类型（考虑到中国城

市与世界级中心城市在服务业比重及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方

面还存在较大差距，本文对中心城市的分类并没有包含世界级

中心城市这一类）：全国性中心城市、区域性中心城市、地区

性中心城市和普通城市。全国性中心城市是指生产性服务业集

聚水平相对较高，在全国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城市，包括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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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广州、深圳 4 个城市；区域性中心城市主要指全国性发

展区域（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的中心城市，包括天津、

南京、舟山、苏州、杭州、厦门等 17 个城市；地区性中心城

市主要是在省级行政区域内集聚辐射能力较强的城市：包括石

家庄、太原、沈阳、大连、长春等 30 个城市；其余城市为普

通城市。具体情况如表 1 所示。

表 1                         中心城市等级划分（2014 年）

类  型 城  市

全国性中心城市（4）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

区域性中心城市（17）
天津、南京、舟山、苏州、杭州、福州、
厦门、济南、郑州、武汉、珠海、佛山、

东莞、中山、海口、成都、西安

地区性中心城市（30）
石家庄、太原、沈阳、大连、长春、宁波、合肥、南
昌、青岛、长沙、贵阳、昆明、银川、乌鲁木齐等

普通城市（234）
唐山、大同、呼和浩特、抚顺、吉林、
哈尔滨、徐州、温州、芜湖、莆田、景

德镇、东营、开封、黄石、株洲等

从评价结果来看，中心城市的分布呈现出明显的空间不平

衡性。高级别中心城市（全国性中心城市和区域性中心城市）

集中分布于沿海地区，尤其是集聚在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

三大城市群。其中，珠三角城市所占比例较高。可见，中国主

要经济发展区域已经形成了多中心的圈层格局，实现了城市群

协同发展，同时，大多数沿海省份基本形成双核格局。中西部

地区只分布了少数高级别的中心城市，如成都、西安；尤其是

西部地区，能够达到地区性中心城市级别的城市不多，只有贵

阳、昆明、银川、乌鲁木齐等少数城市；中西部地区的大多数

城市为普通城市。

3. 等级中心城市空间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本文根据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对中心城市等级进行了初

步划分。统计数据显示，总体来看，较高级别中心城市表现出

相对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可见，中心城市等级与其经济发展

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同时，理论分析 [19-20,25-30] 表明，中心

城市通过集聚、扩散等各种效应影响着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

因此，本文将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和工具进一步考察不

同等级中心城市对周边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

3.1 基本模型

尽管理论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中心城市发展具

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中心城市是一个复杂社会系统，其经济

发展除了受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的影响，还受其他因素的影

响。因此，可以借鉴一些研究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

文献 [36]，通过一个 C-D 生产函数来反映中心城市经济发展的

作用机制，假定生产函数为：

Y=AKβ1Lβ2Hβ3                                                                   （3）                                               
其中，Y、A、K、L、H分别表示各城市的地区生产总值（GDP）、

全要素生产率、资本存量、劳动力数量和人力资本，β1、β2、β3

分别表示资本存量、劳动力数量和人力资本的弹性系数。不同

等级中心城市由于产业结构水平、技术创新效率、集聚辐射功

能不同等因素，表现出不同的经济增长能力。因此，可以认为

中心城市等级是全要素生产率的一个构成因素，假定全要素生

产率为：

A=ea+βC+ε                                                                         （4）                                                               

式（4）是关于城市等级 C 的函数，β 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的弹性系数，a 是常数项，ε 是误差项。代入式（4）并将式（3）
对数化后可得：

       （5）
由于要考察不同等级中心城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空间

溢出效应，本文通过引入三个虚拟变量 Fs、Sc、Td 分别表示

全国性中心城市、区域性中心城市和地区性中心城市。得到如

下基本模型：

        （6）

由于传统的统计理论是一种建立在独立观测值假定基础上

的理论，无法有效描述现实数据的空间特征。因此，在 20 世

纪 70、80 年代开始，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研究开始进入学术界

的视线，并很快成为研究空间经济问题的有效方法和工具。它

同时解决了传统经济研究由于忽略空间效应而导致经济信息缺

失和传统模型对于空间数据估计的偏差两个关键问题。基本的

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包括空间滞后模型（SAR）、空间误差模

型（SEM）和空间杜宾模型（SDM）。空间滞后模型的一般表

达式为： 
               （7）

空间误差模型描述的是空间扰动相关和空间总体相关，其

一般表达式为：

                             （8）

空间杜宾模型同时考虑了因变量 Y 与自变量 X 之间的外生

性交互效应，其模型的一般形式可表示为：

     （9）
在模型（7）-（9）中，W 是用来反映观测样本间空间依赖

关系的空间权重矩阵，为外生变量。为考察不同等级中心城市

的空间溢出效应，在模型（6）的基础上，考虑空间相关性因素，

构建相应的空间滞后模型（SAR）、空间误差模型（SEM）和

空间杜宾模型（SDM）如式（10）-（12）所示：

    
                                                                                             （10）

  
                                                                                            
                                                                                            （11）

                                                          （12）

3.2 变量和数据说明

模型（10）-（12）中，Y 表示各城市地区生产总值（GDP），

K 表示资本存量，L 表示劳动力数量，H 表示人力资本量，

Fs、Sc、Td 分别表示全国性中心城市、区域性中心城市和地区

性中心城市。除三个虚拟变量外，其余变量利用了中国 285 个

城市 2005-2014 年相关指标的面板数据，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

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历年《中国区域经济年鉴》，部

分城市相关年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部分缺失

数据利用加权平均法、三项移动平均法等方法补齐。为了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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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因素的影响，相关名义数据已经利用相应的价格指数进行

了平减；另外，由于中国没有关于城市资本存量的公开统计数

据，本文借鉴以往的研究方法 [36] 对 K 进行估算。首先，使用

各城市 2005 年全市限额以上工业企业流动资产和固定资产净

值估算限额以上工业资本存量，然后使用限额以上工业增加值

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例估算 2005 年各城市资本存量，2005 年

以后各城市的资本存量通过全市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用永续盘

存法计算，如式（13）所示：

                                      （13）
                                                其中，Kit 表示区域 i第 t年的资本存量，Ki,t-1 表示区域 i第 t-1

年的资本存量，Iit 表示区域 i 第 t 年的固定资产投资，Pit 为区

域 i 第 t 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δt 表示第 t 年的折旧率，

本文采用单豪杰 [37] 的做法，将折旧率设定为 10.96%。

关于模型中权重矩阵 W 的设定，本文采取了可得性较强

并且应用广泛的“后式（Queen）”邻接型矩阵。虽然一些研

究认为 [36] 对于区域空间相关性的描述，同时考虑地理空间距

离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多种指标所产生的权重矩阵会更加准

确，但是，首先，区域间地理坐标距离的测度标准并不是唯一

的，并且一些对于实证研究非常有用的地理坐标距离是难以测

量的；其次，如果在空间相关性的描述中，过多地考虑经济、

社会因素，很可能导致已经包含这些因素在内的模型在估计中

产生偏差。因此，本文选取了公认度比较高的“邻接”性法则

来进行权重矩阵元素的设定。

3.3 等级中心城市空间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为了确定模型的适用性，首先利用普通最小二乘估计（OLS）
对模型（10）-（12）进行联合显著性检验，Matlab 软件的计

算 结 果 显 示，LM-Error、Robust LM-Error、LM-Lag、Robust 
LM-Lag 均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说明空间滞后模

型（SAR）、空间误差模型（SEM）和空间杜宾模型（SDM）

对于不同等级中心城市空间溢出效应的考察都具有一定程度的

适用性。考虑到 OLS 对空间计量模型的参数估计是有偏的，本

文采用了应用较为广泛的极大似然估计法（MLE）对模型参数

进行估计。Matlab 软件的估计结果如表 2 所示。

由表 2 可见，劳动力数量、资本存量及其空间滞后项的参

数估计结果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本地区劳动力数量和

资本存量的增加能够显著促进本地区经济增长，但相邻地区劳

动力数量和资本存量的增加却对本地区经济增长表现出不利影

响。另外，从表 2 可以看出，不同等级中心城市及其空间滞后

项的参数估计结果存在显著差异。SAR 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

不同等级中心城市的参数估计结果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且估计参数遵从由全国性中心城市到地区性中心城市依次递减

的规律，说明较高等级中心城市对本地区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的

正向影响。SDM 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全国性中心城市空间滞

后项的参数估计结果不显著，说明与全国性中心城市相邻地区

的发展并没有受到显著影响；区域性中心城市和地区性中心城

市空间滞后项的参数估计结果均至少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说明与区域性中心城市和地区性中心城市相邻地区的发展受到

了显著的正向影响。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在于，在中国城

市化的过程中，城市间发展的不平衡性十分显著，一些城市凭

借地理区位、政策优势等一系列有利条件，迅速实现资源集聚，

完成城市功能的快速转型升级，成为全国性中心城市。但是，

这些城市发展起来以后，并没有按照中心地理论所预设的那样，

在完成集聚以后，开始发挥较大的扩散作用，使周边地区发展

起来，而是在各种有利条件的作用下，进一步集聚周边地区的

资源，使本地区进一步快速发展的同时，却没有为周边地区的

经济增长做出有效贡献。以京津冀区域为例，2016 年，京津

冀区域核心城市北京完成生产总值 24899.3 亿元，增长率达到

6.70%，而与北京相邻的保定市和承德市 2016 年分别实现生产

总值 3300.6 亿元和 1432.9 亿元，增长率分别为 4.08% 和 5.46%。

尽管不能简单地将这些城市的不发达和发展缓慢归结为中心城

表 2  不同空间面板模型估计结果

SAR SEM SDM

系数 t 值 p 值 系数 t 值 p 值 系数 t 值 p 值

Intercept 6.6358*** 36.2914 0.0000 3.2296*** 18.3521 0.0000 3.1982*** 21.2634 0.0000 

ln L 0.5520*** 32.9337 0.0000 0.3498*** 25.6700 0.0000 0.3568*** 27.5778 0.0000 

ln K 0.3616*** 25.3888 0.0000 0.6355*** 48.6148 0.0000 0.6294*** 54.6144 0.0000 

ln H 0.0157** 2.3401 0.0193 0.0014 0.3085 0.7577 0.0073 1.5260 0.1270 

Fs 0.4488*** 7.6031 0.0000 0.2183*** 4.9186 0.0000 0.2199*** 4.7512 0.0000 

Sc 0.1691*** 5.5194 0.0000 0.0015 0.0659 0.9475 -0.0090 -0.3608 0.7183 

Td 0.1328*** 5.7356 0.0000 -0.0008 -0.0510 0.9594 0.0084 0.4982 0.6184 

W *ln L 　 　 　 　 　 　 -0.0916*** -5.3160 0.0000 

W *ln K 　 　 　 　 　 　 -0.5786*** -43.8126 0.0000 

W *ln H 　 　 　 　 　 　 0.0009 0.0831 0.9337 

W *Fs 　 　 　 　 　 　 0.0385 0.4492 0.6533 

W *Sc 　 　 　 　 　 　 0.1174** 2.3225 0.0202 

W *Td 　 　 　 　 　 　 0.1451*** 4.5248 0.0000 

σ2 0.1104 0.0573 0.0562

R2 0.8662 0.8443 0.9319

Lag—L -903.3476 -183.0562 -104.0465

注：表中列示的各模型估计结果均为使用估计参数相对显著的空间面板模型所得到的估计结果，其中，SAR、SEM 和 SDM 模型均使用了双固定效应模型；*、**、

*** 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的水平下显著。
数据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6-2015；《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2006》，部分城市相应年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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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过度集聚，但是，这一数据的确验证了实证结果的合理性。

同时，从国家政策层面来看，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战略的提出、

非首都功能疏解工作的启动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心城市的

过度集聚是不利于区域整体发展的。并且，依靠城市的自然发

展过程很难在短时间内完成从集聚到扩散的转变，需要政府采

取一定的引导措施，推动中心城市发挥良好的扩散功能，带动

周边地区经济增长。与全国性中心城市相比，一些与全国性中

心城市临近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却发挥了较好的“承上启下”作

用，不仅能够为全国性中心城市的发展提供劳动、资本等要素

的输出，同时也能够对周边的地区性中心城市和普通城市发挥

一定的辐射作用，因此，这类城市表现出较为显著的正向空间

溢出效应。

4. 结论及建议

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与中国城市经

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且不同等级中心城市

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显著差异。但总体来看，较高级别的中心

城市能够更大程度地发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因此，本文

认为，应进一步加快生产性服务业在中心城市的集聚，带动中

心城市集聚扩散功能的发挥，从而推动城市向更高级别中心城

市转型升级。具体可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4.1 推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

世界主要城市发展的实践表明，生产性服务业向中心城市

的集聚是加快城市经济增长、提升城市功能效应的必要条件。

目前，中国绝大多数城市尚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工业占国民经

济的比重普遍在 50% 以上；个别城市已经达到工业化后期向

后工业化时期过渡阶段，但服务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仍然低于

80%，生产性服务业的比重还要远远低于这个水平。只有进一

步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中心城市集聚，带动要素充分流动，才

能不断优化城市产业结构，实现城市的跨越式发展。推动生产

性服务业集聚应考虑三方面问题：第一，构建生产性服务业集

聚的良好制度环境。结合“新常态”下经济结构调整的总体基调，

建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独立发展的产业体系、政策体系，从经

济全球化的角度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进行系统规划。第二，

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提供适宜的空间载体。利用经济技术开发

区、自由贸易区等特殊功能区，合理规划这些区域内的产业布

局，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营造顺畅的产业环境，打造生产性服

务业集聚发展区。第三，推动服务功能从传统制造业中分离。

进一步深化产业分工、细化产业链是加快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

展的前提条件。利用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契机。加快这些部

门的服务功能从传统产业中分离出来，形成独立的产业部门。

4.2 加速中国城市的转型升级

实证研究表明，高级别中心城市对经济增长具有更大的促

进作用。因此，加速中国城市的转型升级，推动全国性中心城

市向世界级中心城市转变、区域性中心城市向全国性中心城市

转变、地区性中心城市向区域性中心城市转变，必然能够有效

促进全国范围内的经济增长，提高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

推动城市转型升级应从以下两方面考虑：第一，改善城市发展

环境。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城市发展面对的是整个世界，只有

努力吸引整个世界的发展资源，才能成为世界城市。改善城市

发展环境需要不断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构建良好的

能源、交通等硬环境和医疗、教育等软环境。第二，实施城市

群发展战略。世界级中心城市的发展都不是孤立的，不仅“双核”

或“多核”的结构比较普遍，众多“卫星城”的支撑也是必不

可少的。因此，打造高级别的中心城市并不意味着鼓励某个或

某几个城市发展，而是需要通过构造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城

市群，来为高级别中心城市的发展提供稳定的支撑体系，同时

也带动其他城市加快升级。

4.3 落实区域协同发展战略

传统的中心地理论认为，中心城市的发展需要经历两个主

要阶段；一是要素集聚阶段，这一阶段是中心城市利用周边区

域要素加快自身发展的阶段，二是扩散阶段，这一阶段是中心

城市通过要素输入推动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的阶段，且这种影响

范围是呈波状由近及远实现的。而上文的实证研究结果中出现

了一个特殊的现象，全国性中心城市对于相邻区域的经济增长

并没有显著影响，这说明全国性中心城市虽然实现了良好的集

聚效应，但扩散效应却没有正常发挥。这一现象不仅在京津冀

区域表现为城市间经济发展水平的极端不平衡性，也在全国范

围内表现为东中西部发展水平的极端不平衡性。因此，要实现

中心城市功能效应的良好发挥，必须借助政府这只“有形的手”

矫正中心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功能偏差。具体需要通过制定和落

实国家区域协同发展战略，推动高级别中心城市部分功能向周

边区域疏解，通过功能疏解带动要素流动，倒逼高级别中心城

市扩散功能的发挥，加快周边地区经济发展，逐步形成“中心—

副中心—微中心”层次分明、功能互补、协调发展的区域城市

空间结构。同时，也不能忽略市场规律的作用，需要通过营造

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提高落后区域的要素回报率，鼓励资源

的跨区域合理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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